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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低龄老人搭伴行动的内在逻辑：
“资源-权力”的解释框架

宓淑贤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引入夫妻式家庭的概念与资源-权力分析模式，将低龄老人的搭伴行动纳入

到家庭代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探析当代乡村低龄老人搭伴行动的内在逻辑。低龄老人在子

辈成家后面对的是如何平衡代际关系，这是其人生危机的一种表现。研究发现，拥有当家

权的夫妻式家庭成为低龄老人重视的一种生活形式，是低龄老人养老预备的一种空间准

备。低龄丧偶老人面对一种缺乏夫妻式家庭依傍的突发人生危机，搭伴以其类家庭形式在

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这一困境，作为一种资源的低龄老人，面临着搭伴对象、子女与其自身养

老预备的三方争夺，搭伴过程面临着多重矛盾，同时，搭伴行动缺乏生育这一环节来实现利

益的共同体效应，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缺乏相应的义务感，使得拆伙成为普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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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伴”是城市离异老人、留守老人、丧偶老人等选择的一种生活形式［1⁃3］，具有情感与精神依靠、

无生育动因、经济上弱者一方有获得养老资源的直接需求、生命周期相对短暂等特点［4］。部分学者对

“搭伴”这种生活形式做了界定，他们认为，与传统的家庭形式或婚姻关系相比，搭伴并不是一种通常

意义上的家庭形式，而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但受到乡村社会道德观看的一种“类家庭形式”［3］，“搭伴

养老”既是一种准婚姻模式，也是一种养老模式［1］。搭伴实践呈现出经济交换、有限责任、权责脱卸等

原则［2⁃3］。

关于搭伴的原因、特征、功能等的研究，由于选择“搭伴”者多为老年人，研究者多将搭伴与“养

老”进行关联化与对等化处理，“搭伴养老”指的是老年男女不进行结婚登记而生活在一起，实现晚年

相互照料的一种“再婚”生活方式，是一种具有养老意涵的同居形式［5］。自主养老成为搭伴行动的重

要逻辑［2］，是农村丧偶老年妇女实现养老保障的一种方式［4］。老人之间的“搭伴”本质是其应对家庭

养老功能缺失的养老策略［6⁃7］。市场化经济改革影响了老年人的赡养机制［8］，同时，也动摇了以“孝”文

化为养老逻辑的传统养老模式［8⁃9］。因此，“搭伴养老”的内核是家庭伦理的弱化［6］。农村低龄老人丧

偶后选择搭伴的实践过程，以其特殊性触及乡村社会中的代际关系，更显示出一定的解释张力［10］。

养老功能的视角忽视了老年人在权利和价值层面的不利处境［7］，而农村低龄丧偶老人普遍性搭伴这

一行动却是探讨农村低龄老人所面临复杂生活危机的契机。

经验材料显示，建立搭伴关系者属于低龄老人，在本土观念中，他们并未进入养老阶段。“养老”

指的是身体机能衰退到无法继续从事生产活动，到了无法养活自己的境地。因此，在关于农村老人

养老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提出的养老关怀更应该对应于高龄老人，但是那些高龄丧偶者却基本不

会选择搭伴这种方式解决其养老问题，这是否说明，搭伴的最直接目的并不能只用“养老”功能予以

解释呢？那么低龄丧偶老人缘何选择搭伴行动呢？ 基于此，本文引入夫妻式家庭的概念与资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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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析模式，将低龄老人的搭伴行动纳入到家庭代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探析当代乡村低龄老人搭伴

行动的内在逻辑。

一、田野调查

本研究选择的田野点是芦山村，其典型性在于，第一，该地处山东省和江苏省交界之处，呈现文

化融合的特点；第二，该村人口基数大，近 20年期间的搭伴案例多达 15例，类别丰富；第三，该村长期

居住者年龄结构合理，未出现空心村现象，低龄老人的决策需要考量的因素更加复杂，其中的多元冲

突更能展现乡村生活运作的机制。

芦山村位于江苏省北部，与山东省日照市相邻。该村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包括黄豆、小麦、玉米、

红薯、花生等；饮食习惯与山东省南部地区比较接近，主食以煎饼为主。每户年收入平均约 9万元。

截至 2022年，该村在册户籍数为 423户，户籍人口数为 1368人，50~70岁的低龄老人有 328人，约占

总人口的24%。从2013年10月起，该村开始大面积种植黄桃树，约67%的农户将自家土地全部流转

出去，近五年每户每年土地流转费用收入平均 3000元左右［11］。该村的生计方式不再局限于农作物种

植，传统的修车铺、副食品店、水果店、超市、服装店、菜店等为各个年龄层次的百姓提供多种生计方

式。另外，一些本地工厂解决部分劳动力的就业，如钢铁厂、拆船厂、海鲜厂、罐头厂等，打零工以其

机动性强、收益高等特点成为各年龄层次百姓获取劳动收益的重要选择。

2020年夏天，芦山村54岁的王大强在妻子去世半年后准备找人搭伴的想法遭到了儿子的强烈反

对，同时，在乡村男性面临“娶妻难”的现实情况下［12⁃13］，儿媳更是以离婚为要挟条件，希望公公为了儿

子的婚姻完整而放弃搭伴的想法，但是王大强仍然固执己见，甚至自己私底下出钱重新盖了一栋房

子，以远离儿子一家的方式与李姓妇女建立了搭伴关系。然而在一年之后，李姓妇女将王大强的房

子占为己有，赶走了王大强。“都是一个村的，我要管她要房子，她就要告我强奸，本来搭伴都是你情

我愿的，现在说不清楚了。缠来缠去的，丢不起那人，就当给她了吧，我自认倒霉”。最后，王大强回

到老屋——他与原配妻子生活了 32年的房子，像从前一样，继续从事砖瓦生意，贴补自己儿子的小

家，他的儿媳也从娘家回到了夫家。然而在 30年前，王大强曾因婚后分家后不愿意接济父母与未婚

兄弟，与其父亲王大顺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在双方口舌之争后打了起来，王大强在护着妻子不被自己

兄弟殴打的过程中受了伤，扬言要为自己的小家斗争，与父母断绝往来。

30年前为了自己的核心小家庭与父母进行抗争的王大强，在30年后为了建立搭伴关系与子女抗

争，却在搭伴对象的抛弃下，重新回到了丧偶后的生活状态，即居住在老屋，吃喝基本在儿子家解决。

这个案例包含了不同时期的代际冲突，产生代际冲突的一个关键线索是出现新的家庭成员、生发出

新的人际关系，由此出现“你我之分”与“内外之别”，导致两辈人产生矛盾。按照人类学家阎云翔等［8］

的研究，王大强这代人是那批更加关注核心家庭、重视夫妻关系高于父子关系、孝道衰落的转折一

代。这样的分析在解释 30年前的王大强为小家庭抗争的案例中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问题是，既然对

夫妻关系的关注是基于对夫妻间亲密情感的重视［8］，那么王大强为何在配偶去世后的短短半年内便

开始寻找搭伴伴侣？对夫妻关系的重视真的是基于对配偶情感的重视吗？

如今，这一批通过“闹分家”、将夫妻关系作为轴心、建立核心家庭等形式与父权抗争的青年一

代，已到了当年他们父母的那个生命时期——子女成家立业，本文将多代人之间的一系列生命事件

作为完整生命历程的一部分去看待，作为农村社会将分家合理化与普遍化的第一批反叛者，当他们

的子女成家立业，作为父母一代的他们怎么处理与已建立核心家庭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在遭遇丧偶事

件后，为何很大一部分人选择搭伴生活而非独居生活？思想更加开放、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这一代老人

的子女，为何在父辈选择搭伴时消极应对甚至是反对？可以进一步反思的是，在子女已经成家或者配

偶去世的情况下，这一代老人是否仍然坚守小家庭之重要性？坚持小型家庭形式的动力何在？

由于人类寿命的普遍增长，中国乡村社会中的老年群体包含了像王大强这样的老人和他们的父

母一辈，但这两代人所面对的人生任务与人生危机却各不相同，可以将他们划分为高龄老人与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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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14］。高龄老人直接面对的就是如何养老的问题，他们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虽然乡村社会的人情往来已经交给自己的子女，甚至被默认可以不继续履行随礼责任［15］，然而长期

的医疗费用与身体照顾却成为他们最大的困境。生计方式的增多使得原本被劳动力市场排除出去

的王大强这一代老人继续活跃于其中，这些老人的年龄在 50~70岁左右，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属于低

龄老人。生计方式的增多给芦山村低龄老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使他们有了获得粮食种植经济

收益之外的其他增收机会。通常，女性低龄老人选择织鱼网、做围裙、有偿收割粮食等增加额外经济

收益的方式，男性低龄老人选择到船厂拆丁、采摘黄桃、回收破烂等机动性强、收益低、竞争性弱、稳

定性差的工作形式作为补充生计方式，打零工成为他们“讨生活”的一种常态，“只要干活就有钱赚”

成为这些老人的生活动力之一，也使他们可以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如购买更多副

食品，使得饮食更加多样。

青年时期的低龄老人曾经以分家的形式成为推动家庭结构转型的第一代，而今迈入与子辈家庭

依然纠缠的新型分家模式阶段，“分家不分食”［13］。对于低龄老人而言，子女成家立业后，他们不像高

龄老人那样可以卸下重担、直接面临养老问题，而是需要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在能干的时候多挣点

钱”，原因有两个。其一，他们的身体状况大多良好，能够继续从事劳动，仍然需要为已婚儿子的小家

庭付出劳力和提供金钱贴补，因为这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代际伦理［16⁃17］；其二，低龄老人无法确认儿子

会对自己的养老负责，也不愿意过那种依附于人、低自尊的晚年生活，他们需要在自己还能干活获取

经济收益的时期，想办法平衡为儿子付出与为自己养老生活做储备这两件大事。另外，和青年一代

相似的是，个别低龄老人也可能面对一些婚恋问题，如丧偶、离异等。

笔者于 2020年 3月-8月在江苏省芦山村进行为期半年的田野调研时，发现近十年来，一旦低龄

老人丧偶，他们通常找人“搭伴”生活，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且被广泛接受的现象，同时“拆伙”——搭

伴关系破裂更是“搭伴”者的最普遍结局，芦山村中搭伴持续时间久的案例较少，大多在五年内“拆

伙”，不再维持搭伴关系（见表 1）。低龄丧偶老人选择“搭伴”生活这一行动本身就承载着他们对自身

生命动力的注解，本文试图探析当代乡村低龄老人搭伴行动的内在逻辑。

二、搭伴的家庭关系与子女态度

1.类家庭关系的建立：不领取结婚证

在芦山村，“搭伴”并不是一种新兴事物，也不是一种新兴的叫法。20年前的“搭伴”对象主要是

表1　芦山村“搭伴”案例基本类别情况

案例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男方年龄

64
52
62
63
62
60
62
62
51
57
58
60
54
61
79

男方职业

退休教师

乡镇企业职工

农用车售卖砖瓦

收废品

退休干部

务农、打零工

打零工

收废品

在职医生

建筑工人、打零工

建筑工人

煤矿打工

农用车售卖砖瓦

退休教师

退休兽医

女方年龄

58
55
55
50
59
55
59
59
53
55
53
62
55
60
60

搭伴时长/年
15
10
8
5
4
3
3
3
2
2
2
2
1
2
1

结局

终老

继续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拆伙

女方子女意见

协商同意

协商同意

儿子不表态

儿子反对

儿子不表态

儿子反对

儿子不表态

儿子不表态

儿子不表态

儿子反对

儿子反对

儿子反对

儿子不表态

儿子不表态

儿子不表态

男方子女意见

协商同意

协商同意

女儿反对

儿子反对

儿子反对

儿子反对

儿子不表态

儿子不表态

儿子反对

儿子反对

儿子不表态

儿子不表态

儿子反对

儿子不表态

儿子反对

注：年龄一项指的是二人搭伴时的年纪，而非现今的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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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汉与年轻寡妇，他们需要领取结婚证，且完成生育的目标，但是 20年后的芦山村，大龄未婚男性

青年数量激增，他们迎娶二婚女性的案例不再稀奇，而搭伴对应丧偶老人之间或者丧偶老年妇女与

老年光棍汉的结合，二人不再生育子女。

“搭伴”形式建立的只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关系，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15个搭伙案例中 13
例均未领取结婚证，领取结婚证的只有案例 1和案例 2。案例 1领取结婚证的目的在于男方给女方退

休教师配偶的身份，便于女方在其去世后领取遗孀补贴，案例 2是为了体现男女双方缔结一种同甘

苦、不抛弃搭伴关系的决心。“麻烦”和“没必要”成为搭伴者选择不领取结婚证的最常见说辞，认为领

取结婚证“麻烦”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搭伴者对搭伴形式的稳定性抱持一种怀疑态度；其二，领取

结婚证后的拆伙便不再是一种民间行为，而承载法律意义，搭伙者（尤其是其中的男性）将可能面临

着家产的再次分割，甚至对簿公堂，使之变得复杂而丢脸。“没必要”领取结婚证的原因在于搭伴关系

并不像原配夫妻那样正式，即双方通过领取结婚证、举办婚礼仪式等形式参与到对方的家族生活中。

大部分搭伴案例都需要由一位“中间人”出面说和，这个中间人可以是双方熟悉的老年妇女，也可以

是专业媒婆，确定建立搭伴关系后，双方举办小型仪式，邀请双方的儿女与其兄弟姐妹一起“坐一坐，

吃个饭，就算结婚了”，以此宣告二人搭伴关系的正式确立。只有案例 7举办过大型喜宴，此举的目的

“就是男的想给自己买面子”。因为“根本没有必要”，按照随礼的“礼尚往来”原则，即使建立搭伴关

系的双方举办喜宴，也是无法收取礼金的，因为“搭伴的毕竟是少数，别人可能一辈子也没这个事儿，

没法还这个礼”。搭伴关系建立之后，二人通常居住在男方家中，只有案例3是居住在女方家中。

选择“搭伴”的原因有两套说法，一个是明面上的，“找个人互相陪伴，一起过日子”；另一个是暗

面上的，“老太太就是找个人给钱花，老头就为了找个人伺候他”。这样的认识中蕴含了搭伴双方需

要具有的条件和搭伴的目的，即男方能够提供经济支持、女方能够提供劳力支持，搭伴双方均无重大

疾病，生活可以自理。“伴儿”是对搭伴双方的功能性定位，这份陪伴是对搭伴者个体而言的，不包括

通过正式婚姻关系而扩充的姻亲等人际关系，也不涉及因生育增加家庭成员而扩充的关系网。因

此，搭伙意味着建立一个类家庭组织，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过日子的目标［10］。

2.搭伙者子女的态度：消极应对

如表1所示，选择搭伴的男性经济收入具有稳定性、数额高于当地同龄男性的特点。案例1、案例

2、案例 5、案例 10、案例 14、案例 15有类似工资、退休金一类的稳定经济收入；前述 6个案例外的其他

案例男性赚钱能力超过本地同龄人水平。搭伴的女性基本都是家庭主妇，主要承担家庭事务的管理

和一些基本作物的种植，不是家庭经济生活的主要承担者，也不会成为搭伴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

按照搭伴关系的维持时间来划分，芦山村共有三种搭伴类型，即长期搭伴型、短期搭伴型和间断

搭伴型，长期搭伴型对应于案例 1和案例 2，间断搭伴型对应于案例 3，其余 12例均属于短期搭伴型。

同时，后两种类型一般都是以“拆伙”——解除搭伴关系为结局。表 1中的 15个搭伴案例，只有案例 1
和案例 2属于稳定性搭伴，其中案例 1的搭伴关系一直维持到男方过世，案例 2中的搭伴关系已经维

持了 10年之久，目前仍然继续维持。案例 1中，男方三个子女均在外地成家立业，女方儿子在本地工

厂上班、女儿嫁到邻村，经济收入均高于当地同龄人群水平。案例 2中，男方儿女都是当地中小学的

老师，女方儿女均在外地成家立业，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当代乡村社会中，父辈对子辈的责任被无

限制拉伸 [11]，父辈在分家之后仍然要源源不断地向子辈家庭输送资源，直到自己不能劳动为止[18]。这

势必与低龄丧偶老人选择找人搭伴产生矛盾，即父辈的经济价值被搭伴对象分割引发的代际冲突，

所以，那些能够维持长久搭伴关系的案例都是子女参与协商且持支持态度的家庭，这些案例中的子

女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责任”到此为止，并不会对搭伴之后资源的不再输送“有意见”，而此种态度的

前提是，搭伴老人的子女在经济上有稳定的收入，在思想上认同父母有人相伴的需求，在居住位置上

不具备照顾父母的条件。在案例 1和案例 2中，父辈能够维持搭伴关系本质的原因之一在于，搭伴双

方的子女承诺不干涉父母的财富支配，明确说不要父亲、母亲的钱，同时，逢年过节时仍然会给父母

赠送礼物等，这两个案例中的子女认为父母对自己的责任已经终止，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则仍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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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维持较长时间搭伴关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双方儿女在居住距离上与父母较远，在生活上不再有

较多牵扯，同时，在经济支持上，子女“不啃老”，不要求父母继续履行对其的经济和劳力支持，最终使

得双方没有大的冲突，维持着良好的搭伴关系。

问题是持续搭伴的双方有一人过世后，另一方该何去何从？案例 1给出了处理方式，在这个案例

中，身体患有慢性病的男方当初寻找搭伴对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希望找一个能伺候他后半生的

人，“也不能亏待人家，白让人伺候”，为此他告诉媒婆的条件是“每年给女方银行卡发 3万块钱，按月

发点零花钱，还给她买养老保险”。15年后，女方在男方去世后，重新回到儿子家，作为退休教师遗孀

的她每月可以领取几百元的遗属补助，加上男方为她购买的养老保险和多年存款，晚年生活在物质

层面有了保障，也算过得不错。整个搭伴关系持续期间，二人相处过程较为和谐。这个案例中的搭

伴双方将“上不了台面”的搭伴目的公开化了，提前解决了后续搭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

芦山村近 20年以来低龄老人搭伴的 15个案例中，13个案例的最终结局是 5年以内“拆伙”。“拆

伙”的原因多跟搭伴双方儿女的不支持有关系，表现为儿子吵闹、儿媳回娘家、女儿拒绝付出赡养费

等形式。表 1的 15个案例中，2个案例是男女双方子女协商后同意，7个案例是男方儿子明确表达了

反对意见，5个案例是女方儿子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5个案例是男方儿子不表态，8个案例是女方儿

子不表态，1个案例是男方女儿反对。男方儿子持反对意见者居多，女方儿子不表态者居多，双方女

儿几乎不参与决策性讨论。

其中，“协商后同意”通常指的是搭伴男女双方及其子女共同协商二人搭伴关系的建立事宜，包

括生前如何相处、死后如何处理，如案例 2，双方的搭伴协商较为正式，二人及其儿女坐在一起共同商

议，主旨就是“要搭伴，就要一直到底，谁也不能抛弃谁”“活着不能互相抛弃，去世后归自己老伴”。

也就是说，案例 2是“丑话说到前头”，通过口头承诺的形式规避了拆伙的可能性。两个长期搭伴案例

的共同点在于，搭伴者与其子女共同参与协商的以常规夫妻规范限定双方行为、提前解决后续可能

出现的冲突点。男方儿子有三分之一的人持“不表态”的态度，女方儿子有近一半的人持“不表态”的

态度，这种表达呈现出一种“不公开支持”、也不“不公开反对”的含义。在乡村舆论中，作为子女，“不

表态”的态度是一种子辈在个体层面对父母行为表示的理解，这样的态度既体现了孝道中对父辈行

为的“顺”，也是对搭伴行动的情感性理解，更是对乡土社会传统思想的一种妥协。另外，“不表态”也

是一种对父母行为不干涉的无奈表达，甚至案例 12和案例 15中的女方儿子均表示，“我管不着也管

不了她，干脆不管了”。

持反对意见的焦点在于，“你好不容易挣的钱，给亲儿子亲孙子不行吗，给那些老太太有什么用，

人家就是相中你的钱了”。案例 3中，女儿对父亲把养老钱用来养活搭伴的对象十分不满，认为父亲

将本该自己享受的金钱匀给别的女性是不能接受的。对于选择搭伴的男性而言，“（儿子）就是看中

我的钱了，怕我找人（即搭伴）不给他们钱”。案例 3中的男方认为“闺女给我钱养老是应该的，（既然）

给我了，我想怎么处置都行，我想给谁花，谁也管不到”。在这些类似的案例中，儿女均不希望自己的

钱流入搭伴者的手中。对于女方儿子来说，母亲不帮助他带孩子成为代际矛盾的焦点。案例 12中，

女方儿子不干涉母亲搭伴行动的要求便是母亲需要“白天在家带孙子，晚上再去（搭伴对象家里）住”

“至少把孩子带到三岁半”。除了与子女的干涉有关，拆伙原因中还有一部分与搭伴双方相处方式

有关。

案例 5中，男方的儿子、儿媳妇对父亲搭伴之事从头到尾均持反对意见， “但也拿老头没法，人家

自己有退休金，儿子拿不住他”，男方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他试图通过“用钱来解决问题”，将退休金分

为三份，一份给儿子一家，一份给搭伴对象，另一份自己攒着，数额的分配视彼时的情况而定，但即便

是这样，在其搭伴的三四年间，他的儿子儿媳妇仍然对父亲将收入的一个部分用于搭伴而不满，双方

发生多次口角，让搭伴对象“觉得没法做人”，且她本人对给她的生活费数额也不满意，最终，女方“感

觉在这个家庭待不下去了”，选择了离开，结束了这段搭伙关系。案例 3是一种特殊性情况，属于间断

性的搭伴，前前后后持续 8年时间。这个案例的特殊性在于，二人搭伴后住在女方家里，而非男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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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并且，二人搭伴的目的更加直白，只有女方家里有事需要男方出面解决或者男方短时间内有较高

经济收入时，二人才开始搭伴生活。男方已在外地定居的女儿对其与别人搭伴这件事“有意见”，便

不愿意再给父亲“养老钱”。因此，男方售卖砖瓦赚钱之后便主动前往女方家，“人家（指女方）就笑脸

相迎”。也就是说，当男方能够给女方提供金钱或者其他帮助时，女方才允许男方去她家里和她过，

“养得起，就在一块过”，否则就“各过各的”。2021年 5月，男方对女方的新搭伙对象大打出手，至此，

二人的搭伴关系宣告结束。

三、“搭伴”行动的内在逻辑：“资源—权力”的解释框架

如前所述，拆伙成为搭伴行动的最普遍结局，那么，为何稳定性如此差的“搭伴”形式仍然成为低

龄丧偶老人的普遍选择呢？换句话说，“搭伴”这种形式到底带来了何种优势，使得这些丧偶者愿意

冒着如此高的失败风险去选择这种形式呢？

学者吴飞认为，农民家庭是生产单位、政治单位和宗教单位的统一体，因此，农民的社会行动是

在资源、权力等维度展开的过程[19]。在分析转型时期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基本内容时，由于其中的资源

配置逻辑和权力互动模式均以子代家庭为中心，学者李永萍［18］提出了“资源——权力”的实践模式，分

析了家庭伦理得以重构的过程。对搭伴行动的分析中，本研究提炼出，资源争夺和权力博弈呈现在

三方之中、两代家庭之间，家庭伦理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此，“资源——权力”的解释框架可以作

为解释低龄老人搭伴行动的一种尝试。

1.低龄老人：三方争夺的一种资源

深入分析拆伙原因可知，搭伴后的双方仍然将对方视为“外”人，而不是“自己人”。这里的“内

外”之分是将搭伴对象与两类人作比较，即原配夫妻和有血缘关系的子女。“内外”对应的是心理感受

与利益方面的差异。未生育子女使得搭伴双方生活的勾连不够紧密，关系不稳固，难以建立像原配

夫妻那样“内”的聚合体关系。常规夫妻在缔结夫妻关系之后通过共同奋斗与养育子女而逐渐积淀

感情，因为要共同抚育子女，两性间需要有更持久的感情关联[20]，二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规划逐步向

子女转移，这种生命意义本身就是生活的动力[21]。与此同时，“内”指的也是搭伴者的子女，而“外”指

的便是搭伴的那个对象。作为“内”的子女对外来者分享父辈情感与经济利益持抵抗的心态。这种

抵抗就在于稀缺的资源成为多方竞争的关键。其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子关系更为稳固，他们在

情感和物质上都更加偏向自己的子女而不是搭伴对象。

养老观念的代际差异，使低龄老人不得不思考“防老”的其他措施，因为随着身体体能的下降，

“养老”到底指望谁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对芦山村的老人来说，子辈对父辈的养老支持弱化[22]。

在“恩往下流”[23]的家庭结构中，这些低龄丧偶老人无法再将自己的养老事宜寄托于儿子身上，养儿子

就是“装装门面”，并不会对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物质资料和精神支持，他们认为“现如今的养儿防老

就是百年之后，有个人帮你处理身后事”，对自己的养老事宜，多数人认为要“早做打算”，“依靠自己

才最靠谱”。“防老”的储备形式有两种，其一，利用自己仍然具备的劳力资源积累物质财富，其二，保

证身边有个同龄的“伴儿”。以此来保障自己未来养老的物质准备、精神陪伴与生活照料。

综上分析可知，搭伴过程中的冲突与普遍的拆伙结局，根源在于关涉人员对资源的争夺，这里的

有限资源包括经济收入、劳动力价值等，资源受谁支配、资源如何流动、资源在哪里流动成为代际冲

突的核心要素。参与资源竞争者既包括搭伴对象、搭伴者子女，还包括搭伴者本人，三者共同争夺的

是作为资源的低龄老人的不同阶段，搭伴者子女希望父辈延长对自己完全的、不留余地的补贴，搭伴

对象希望搭伴者减少甚至是掐断对其子女的经济支持，搭伴者自己希望为日后的养老做好物资储

备，因此，选择搭伴的低龄老人希望在这三者之间有所平衡。总之，选择搭伴者游离在有血缘关系的

亲生子女与缺乏生育支持的搭伴对象之间，又要在一种无法信任他人的家庭氛围中寻找解决自己未

来生活危机（如养老）的途径，通常难以平衡多方关系，而不得不拆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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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夫妻式家庭形式：当家权力的承载体

传统生活理念中，乡土社会中的人们过的是“孩子的日子”，通过婚姻的捆绑，人们往往将自己生

活的一部分动力投掷到孩子身上[18]，所以，家庭有着至关重要的存在论意义，是“过日子”的重要场所，

人们的命运就是在过日子中展开[19]。待儿子成家之后，儿子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他的家就附属于

儿子之家，处于核心位置的便不再是父母的家，因此，父辈开始参与到子辈核心家庭的分工之中。分

家后母子家庭之间持续进行着以家产转移、权力让渡和伦理延续为内容的代际互动，这个过程塑造

并决定了父辈“老化”的脉络[18]。

低龄老人对丧偶后被动依附儿子核心家庭的可能性生活是有一个预判的，而这个预判基于以往

在与儿子小家庭共同生活的经验中得出来的，结合对芦山村搭伴的 15个案例中所有老人的访谈资料

看来，较为相似的说辞是：

“以前老伴还在的时候，俺们平时零零七七地给儿子儿媳钱，他们小两口还有几个孙子（女）基本

在俺们那里吃饭，就这样（付出），在一块的时候，一句话说的声音大了小了的，钱给得少了慢了的，

（儿子儿媳与我们）都有矛盾，毕竟是两辈人，可能俺们也不懂哪句话讲得不如他们的意了，你说这要

是（老伴去世之后）吃喝靠着他们，那还了得，心里多憋屈”。

搭伴关系可以满足吃喝、陪伴和照料等物质和精神需求，满足一种以自己为核心的家庭形式，毕

竟“在自己的家里”的生活才“顺心”， 这种“顺心”带来的是“能说了算”的当家权，说了算代表着自己

有话语权，而这种权力对于低龄老人来说，是一种个人尊严的展示，对逐渐远离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

低龄老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老来老去的，帮不上别人什么忙了，没人拿你当个人，那如果在家庭

当中，再没人把你当回事，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丧偶这件事本身带给低龄老人的是“当家

权”近乎完全的丧失，家庭再生产的“资源−权力”实践奠定了家庭伦理运作的现实基础[18]，丧失对资

源的控制权与家庭权力的被剥夺使得丧偶老人不再拥有话语权，低龄老人对生活的控制能力逐渐下

降，危及到其个体尊严，也使得他们未来的高龄晚年生活平稳度过的可能性被打破。丧偶之后，低龄

老人会顺理成章地被动依附于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儿子的核心小家庭，这种依附在实践中的表现是，

低龄老人仍然住在老房子里，他们的吃喝在儿子家解决，大幅缩减的日常花销使得儿女要求他们上

缴经济收入。此时，在这种家庭关系结构中，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由于第三方——搭伴对象的

介入，丧偶老人需要将家产提前分配，此时，分配经济所得的数额和方式都可能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

矛盾；其二，丧偶老人将手中大部分收入上缴给儿女使得手中没有可支配的收入，这让他们失去对生

活的控制权。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丧偶老人没有以自己为核心的家庭形式来依傍，他

们被动依附于子女的小家庭，这意味着他们的花销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人为消费单

位的花销是简单而明晰的，而以家庭为消费单位的花销模糊性更高。原因在于，以个体为主体的消

费更多是围绕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与生活仪式的随礼，衣食住行花销更为直观，且丧偶老人的衣食住

行与仪式随礼多由儿子负责[15]，因而，此时的消费更为直观；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对衣食住行的要

求更高，儿子尚未介入到各种仪式随礼之中，同时，还会出现更多追求生活质量的消费，此时的消费

数额更高且不明晰。因此，对低龄老人而言，“我要有个家庭要有个人要照顾，他们（子女）也没法惦

记我的钱了，问我（钱去哪里了）就说是老两口吃吃喝喝，家里面这个事那个事花了呗”，因此，在这个

意义上来说，搭伴以一种类似家庭的结构形式，形成了一种“有家要养”的事实，“家”是乡村社会人情

仪式最基本的单位[24]，养家包含着多种模糊不定的开支，这样的形式可以减少子女对父母既有收入分

配上的矛盾。因此，丧偶老人采取搭伴的形式是享受类家庭式生活的一种选择。

低龄丧偶老人重视个人的情感与心理感受，他们的搭伴实践是一种以个体为本位[25]的人生选择，

搭伴者子女争夺老人相关的经济利益、分担赡养责任之间的冲突。在“代际失衡”“代际剥削”的研究

结论中可知 [26⁃29] ，低龄老人并不优先选择依附于子辈核心小家庭，子辈在经济和劳力上仍然依赖于父

辈家庭，低龄老人已然丧失了对儿子核心小家庭的当家权[30]，但他们并没有忽略自我，而是试图为自

己日后的养老危机寻得一些机会。对那些无“家庭”可依傍的低龄丧偶老人而言，搭伴以一种类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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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家庭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这种人生危机。

对于更加关注夫妻式家庭形式的低龄老人而言，他们逐渐形成的理念是“自己的家才是家，儿子

的家是人家小两口子的家”，子女一旦成家，他们只有在他与伴侣的家里才是“最自在的”，伴侣所在

的家才是其人生后半段的重要支撑。搭伴给低龄丧偶老人带来的类家庭式生活样式，不仅使得他们

在经济收入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更是带来一种“顺心”的生活感受。这种“顺心”的意义在于，低龄

老人拥有完全的话语权，“不会动不动就被嫌弃，让人家（指儿子儿媳）有意见。”

搭伴这种形式以夫妻式家庭的模式复刻了“家”的形式，承继着传统核心家庭中低龄老人的家庭

地位，以“当家权”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一点为追求个人尊严的低龄老人所接受，同时，搭伴关系无法

带来由生儿育女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效应，只能成为低龄老人在面对生活危机时所采取的暂时逃避

方式，在这种形式的掩护下，低龄老人以物质财富为中介获取了一定时期的夫妻式的互相照顾。

3.冲突与弥合：“资源—权力”的博弈

“资源—权力”实践奠定了夫妻式家庭形式运作的现实基础。在搭伴实践中，“资源”主要包括劳

力（如女性提供的身体照料、打理家庭事务等）、收入或者收益（如金钱、养老保障、其他物质资料等）

等形式，权力指的是如何分配资源，也就是说，搭伙关系中谁是享受资源的一方、谁是提供更高级别

资源的一方。换句话说，资源是有等级之别的。低龄老人将伦理与自主性、代际关系交叠，在争夺当

家权的过程中，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抗争希望取得自己的自主权。

在本土经验材料中，“伺候”一词呈现出人们对资源等级性质的阐释，当谈及为何要找人搭伴时，

“找个人好伺候伺候我”“其实也是互相伺候”等理由被多次提及。分析可知，“伺候”一词包含了等级

与权力之义，“伺候”他人者通常在关系之中处于弱势地位，也就是说，他所提供的资源被认为是低一

级别的，通常情况下，提供照料型劳力资源者是“伺候”提供经济资源者的。但是当搭伴的男女双方

身体无重大病症时，二人是“互相照顾的”，此时女方主要提供的是料理家庭事务的资源，男方主要提

供的是经济资源，此时，二人是“互相伺候”的状态。之所以出现看似矛盾的对资源这一概念的归类

方式，原因在于此时的“资源”是指向个体还是指向家庭，照料型劳力资源指向的是搭伴中的个体，而

料理家庭事务型劳力资源则指向二人建立的“类家庭形式”［3，10］，前者的资源形式是有等级的，而后者

的资源形式则无等级之分。但同时，二者均将资源与权力关系混杂起来，此时，不论是搭伴关系中提

供家庭照料的女方还是提供经济资料的男方，均可能成为这一关系中的“权力”一方，这与双方对搭

伙形式的需求程度、一方对搭伙对象能够提供资源的价值认知等有关，如表 1中的所有案例在谈及搭

伴原因时，优先提及的原因都是 “儿女都不在跟前，就希望有个人做个伴儿”，同时，也都认为“经济是

个基础”，陪伴才是更具价值的资源，此时男方提供的经济支持与女方提供的家庭照料等资源形式是

基本对等的。案例 10和案例 14中的男方过于强调自己能够提供的经济资源价值，在与女方的相处

中，“有点拿劲儿，还有点藏着掖着”，忽视女方提供的家庭照料资源，女方对此意见很大，这是搭伴关

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案例 3中的男方更加重视搭伙形式的建立，虽然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

形式，但在搭伙关系中，他仍然被认为是“伺候”女方的，在权力关系中是弱势的，“为她家累死累活，

全花她身上了”，而女方与之搭伴时就“陪他一块，做做饭”而已，还经常因为对方无法提供更多的资

源而暂时性舍弃搭伴关系。

在搭伴关系之中，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分析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17]。如案例 5和案例 7中的

男方儿子就是“拿不住”父亲的那一类子辈，在农村社会新家庭伦理中处于受到“代际剥削”[28]的父辈

群体，他们在不断扶助子辈小家庭的伦理之下，能够“拿得住”子辈是其与子辈“抗争”的一种方式，这

是他们寻求解决人生危机的一种努力。另外，作为一种资源的父辈与能够提供资源的父辈成为其子

女和搭伴对象之间争夺的资源，同时，搭伴前后家庭内部资源的流动方式与流动过程往往成为代际

冲突的核心。当代乡村社会中新的家庭结构模式与权力关系又会对搭伙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父

辈在伦理与自主权之间挣扎，子辈“拿不住”父辈的原因在于父辈在照料和经济上均不指望子辈，因

为父辈有可以倚仗的劳动能力和一定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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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式家庭的形式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化共同体的作用，在于其所具有的更简单的家庭成员关系

和生育带来的血脉相连效应，避免了大家庭式争夺财产支配权和话语权等矛盾。显然，搭伴关系的

建立并不关涉双方儿女，他们只被当作对方的某一类亲戚，搭伴双方不生育儿女却使得二人无法充

分信任对方，尤其在“女人管钱”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的情况下，搭伴夫妻中的男性并不把钱全部交给

搭伴的女性，而是“留后手”“给上女人一些生活费就行了”，原因一方面在于“有孙子（女），当爷爷的

过年过节的肯定还要给小孩一些钱表示表示”，另一方面，双方不能完全信任，二人既无生育后形成

的血脉相连之感，也无稳固的情感关系。

低龄老人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资源获得搭伴的机会，这些资源在不同认知的催化下成为具有等级

意义之物，以此成为其在搭伴的夫妻式家庭形式中获得家庭权力的基础，这势必又影响着搭伴关系。

低龄老人因其所具有的资源也成为一种资源，在其丧偶、预搭伴到搭伴的整个阶段，遭遇了子女、搭

伴对象与未来需要养老的自己之间的争夺，争夺的三方之间因血缘、关系、情感等因素产生各种权力

博弈，使得搭伴老人的生活出现新的危机。多以拆伙为结局的搭伴现象之所以能够持续发生，其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搭伴形成的夫妻式家庭形式本身也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在低龄老人丧

偶后逐步丧失家庭权时非常重要，是一种承载着自主权的重要形式，呈现出代际之间对作为资源的

低龄老人本身的支配，在情感的外衣下裹挟着权力的争夺，而夫妻式家庭形式使得代际之间形成一

种张力，成为低龄老人应对生活危机的重要手段。

四、结 语

对于低龄老人来说，青年时期对夫妻感情的关注实际上是重视夫妻关系的一种后发的和附带的

效应，更加本质的是对夫妻家庭形式本身的重视。作为一种过日子最可靠形式的夫妻式家庭，既是

一种合作式的经济共同体，又是生育的基本单位和生活动力的发源地，既能够为个体提供话语权与

心理抚慰，也能够减少利益冲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

“夫妻式家庭”从家庭结构形式的层面，指出了当家权的载体。“资源——权力”的解释框架较为有

效地剖析了乡村低龄老人搭伴行动的内在逻辑，其中的家庭成员关系摇摆于均衡与失衡的状态之

间，新成员（父辈搭伴对象）的加入破坏了既往的均衡状态，而又在其退出（拆伙）后重新达致均衡。

在冲突与弥合的过程中，低龄老人的生活不断趋于一种均衡状态。家庭结构与家庭伦理的变迁是低

龄老人行动的时代背景。乡村社会低龄老人的生活危机也并不只有养老这一件大事，“老了”之后的

生活应该怎么度过是他们在不断思考的人生大事，对生命尊严的渴求、对生活动力的再阐释都使得

他们不断在进行抗争，低龄丧偶老人的搭伴行动既是他们对其当前生活危机积极解决的一种方式，

也指向他们对其未来养老生活的策略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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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of Contemporary Rural Younger 
Elderly Citizens Partnering Action：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Resources-Power”

Mi Shuxi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spousal-style family and the resource-power analy⁃
sis model and analyzes the rural younger elderly citizens’ partnering action in terms of family intergenera⁃
tional relations， so as to explore its internal logic. For young elderly individuals， balancing intergenera⁃
tional relationships becomes a manifestation of their life crisis after their children have established their 
own famil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pousal-style family with decision-making power has become a pre⁃
ferred living arrangement and a preparatory space for their retirement. However， for young widowed el⁃
derly individuals， they face a sudden life crisis without the support of a spousal-style family， which is of⁃
ten overcome by finding a partner to form a similar family structure. As a kind of resource， the young el⁃
derly citizen is faced with the tripartite competition of the partner， the children and their own pension pro⁃
vision， and the process of partnering action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The act of partner⁃
ing lacks the phase of reproduction to realize the shared interests，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correspond⁃
ing sense of obliga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makes the breakup of partnership a common outcome.

Key words resource-power； rural society； partnering action； younger elderly citizen； spousal-
styl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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